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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 書 序

　　“早期中國”是西方漢學（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）研究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

範疇，指漢代滅亡之前（公元２２０年）的中國研究，或是佛教傳入之

前的中國研究，此一時期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體系。以

吉德煒（ＤａｖｉｄＫｅｉｇｈｔｌｅｙ）教授於１９７５年創辦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雜誌

爲標誌，“早期中國”這個學術範疇基本確定。哥倫比亞大學近年

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“早期中國”命名。
“早期中國”不僅是西方漢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實用

分類，而且是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實質性概念。
從最初的聚落發展到廣大地域内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

的秦帝國建立，并且在漢代走上農業文明之路、確立起帝國社會的

價值觀體系、完善科層選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標準，早期中國經歷

了從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長過程，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就

是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。可以説，早期中國不僅奠定了中華文明

的基礎，也孕育、塑造了此後長期延續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性

格：編户齊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穩定維繫；商人的社會地位

始終低下；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漢化，帝國疆域的擴張

主要不是軍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結果；各種宗教基本不影響政

治，世俗的倫理道德教化遠勝超驗的宗教情感；儒家思想主導的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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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觀體系以及由此造就並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爲傳統中

國社會的決定性力量，等等。追源這類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歷史

選擇形態（動因與軌跡），對於重新審視與釐清中華文明的發生發

展歷程，乃至重新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觀體系，無疑具有至關重要

的作用。
早期中國研究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重心，長期以來，也是

中國學術研究中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方面。早期中國研究在中西

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，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。這就

是：擴充研究資料、豐富研究工具、創新研究技術，多學科協同不斷

探索新問題。

１９１６年，王國維以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、世
系與《史記·殷本紀》所記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、世系一一對照，發
現《殷本紀》所記殷代先公先王之名，絶大部分出現在卜辭中。王

國維把這種用“紙上材料”和“地下新材料”互證的研究方法稱爲

“二重證據法”：“吾輩生於今日，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

材料。由此種材料，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，亦得證明古書

之某部分全爲實録，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。
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。”

出土文獻資料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研究中顯示出越益重要的作

用。殷墟甲骨１００年來約出土１５萬片，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

甲骨有３４８４４片。青銅器銘文，１９３７年羅振玉編《三代吉金文

存》，著録金文總數４８３１件，其中絶大部分爲傳世器。《殷周金文

集成》著録資料到１９８８年止，共著録了金文１１９８３件。此後到

２０００年，又有約１３５０件銘文出土發表。最近二三十年，簡帛文獻

資料如銀雀山簡、馬王堆帛書、定州簡、阜陽簡、郭店簡、上博簡等

都以包含大量古書而深受關注。
嚴格地説，王國維所説的地下材料，殷墟甲骨、商周金文都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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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文字資料，這些發現當時還不是考古發掘的結果，研究也不是從

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。真正的考古學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證據。傅

斯年提倡“重建”古史，他主張結合文獻考證與文物考證，擴充研究

“材料”、革新研究“工具”。１９２８年，傅斯年創立“中央”研究院歷

史語言研究所，並立刻開始發掘殷墟。傅斯年在申請發掘殷墟的

報告中説：“此次初步試探，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，及地下所含無限

知識，實不在文字也。”從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開始一直到１９３７年夏，“中
央”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進行了１５次發掘，發掘地點

共１１處，總面積４６０００餘平方米，這１５次發掘收穫巨大：在小屯

北地發掘了５３座宫殿基址。在宫殿基址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甲骨。
在小屯村北約１公里處的武官村、侯家莊北地發現了商代王陵區，
發掘了１０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。在小屯村東南約１公里處

的高樓莊後崗，發掘出了叠壓的仰韶、龍山和殷三種文化層關係，
解決了華北地區這三種古文化的相對年代。在後崗還發掘了殷代

大墓。在殷墟其他地區，如大司空村等地還發掘了一批殷代墓葬。
殷墟王陵的科學發掘舉世震驚。中國考古學也從開創之初就確立

了鮮明的爲歷史的特色和風格。爲歷史的中國考古學根植於這塊

土地上悠久傳承的豐富文化和歷史知識的積澱，强烈的活的民族

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終支撑着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。近５０年來，中
國考古學取得了無比巨大的成就，無論是新石器時代城址還是商

周墓葬的發掘，都是早期中國文明具體直觀的展示。
不同來源的資料相互檢核，不同屬性的資料相互印證，提供我

們關於早期中國更加確切更加豐富的信息，能够不斷地解決舊問

題提出新問題，又因爲不斷提出的新問題而探尋無限更多的資料，
而使我們對早期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入愈益全面。開放的多學科協

同的綜合研究使早期中國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。對其他歷史研

究和學術研究來説，早期中國研究的這種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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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也有其可資借鑒的意義。
王國維、傅斯年等人是近現代西方科學思想和知識的接受者、

傳播者，他們的古史研究是現代化的科學研究，他們開創了中國歷

史學和中國學術的新時代。現代中國學術的進步始終是與西方學

術界新觀念、新技術、新方法的傳播緊密相連的。西方早期中國研

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、重要的研究方法，比如文明起源研究、
官僚制度研究、文本批評研究等等，啓發帶動着中國同行的研究。
事實上，開放的現代學術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識背景學者的

不斷交流、對話中進步。我們舉最近的一例。夏商周斷代工程斷

代的一個重要基準點是確認周懿王元年爲公元前８９９年，這是用

現代天文學研究解釋《竹書紀年》“天再旦於鄭”天象資料的一項成

果。這項成果的發明權歸屬韓國學者，在斷代工程之前西方學界

已確認了這個結論。將“天再旦”解釋成日出前發生的一次日全食

形成的現象的假説是中國學者劉朝陽在１９４４年提出的，他和隨後

的董作賓先生分别推算這是公元前９２６年３月２１日或公元前９６６
年５月１２日的日食。１９７５年韓國學者方善柱據此假説並參考

Ｏｐｐｏｌｚｅｒ的《日月食典》，首次論證“天再旦”記録的是公元前８９９
年４月２１日的日環食（《大陸雜誌》５１卷第１期）。此後，１９８８年

美籍學者彭瓞鈞、邱錦程、周鴻翔不僅也認定“天再旦”所記是公元

前８９９年的日環食，並對此次日食在“鄭”（今陝西省華縣，λ＝
１０９．８°Ｅ，φ＝３４．５°Ｎ）引起“天再旦”現象必須滿足的天文條件，第
一次做了詳盡理論分析和計算，並假設食甚發生在日出之時，計算

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轉變化的相應的ΔＴ爲（５．８±０．１５）ｈ，將“天再

旦”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。夏商周斷代工程再次確認了“天再

旦”這一成果，並爲此於１９９７年３月９日在新疆北部布網實地觀

測驗證。
本叢書不僅是介紹西方學者一些具體的早期中國研究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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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引進一些新的概念、技術、思想、方法，而且更希望搭建一個開

放性的不斷探索前沿課題的學術交流對話的平臺。這就算是我們

寄望於《早期中國研究》叢書的又一個意義。
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能通往獨立精神、自由思想之境。值

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時刻，願《早期中國研究》叢書能够堅定地

走出自己的路。我們歡迎所有建立在豐富材料縝密分析基礎上、
富有獨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國研究著作。

著述和出版是長久的事業，我們只要求自己盡力做得更好一

些。希望大家來襄助。

朱淵清

２００６／１２／２
寫於學無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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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版修訂及翻譯序言

　　自從我所著的《〈竹書紀年〉解謎》（英文版）在臺北華藝學術

出版社（ＡｉｒｉｔｉＰｒｅｓｓ）付梓，已經一年過去了。我一直都希望能將

此書譯成中文，交付出版。最近我有幸與優秀的譯者合作，這個

願望也終於得以實現。當然，我的研究也從未中斷。我的朋友

們———尤其是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教授———爲我提供了新發現

的材料，使我能够發現並更正原書中的錯誤。我還決定縮減書

中的一些内容：我删去了和主要論點並非密切相關的部分，以及

針對斷代工程的激烈而又可能並無必要的批評。我選留了一些

嚴肅而温和的批評，也希望讀者們秉承科學精神來看待這樣的

批評。

０．１　以下是我做出的具體修改：
一、原書分爲三個部分，第二部分主要側重於斷代工程。我

删去了第二部分的四個章節，其中最具批判性的一章已由徐鳳先

翻譯並多次在中國出版。這四章中最長的一章是我２００２年４月

１２日在芝加哥大學顧立雅研究中心的演講，内容爲遠古三年守喪

制度。我非常遺憾地删去了這一章，但它的核心内容已納入本書

的其他章節，第六章概述了這次演講的主要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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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一部分分爲兩章，根據《竹書紀年》重建紀年。第一章

關於周克商日期的考證，其中大部分已於１９９８年譯成中文出版；

我在本書中採用了原來的中文翻譯，只稍加修改。原第二章的主

要部分取自我的一篇會議論文。此處我採用了稍後寫的一篇同主

題文章———從《竹書紀年》中推測出自（神化的）黄帝到西周末年的

確切日期。這篇英文文章於１９９９年發表，２００２年譯成中文後（由
原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、現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

東方先生翻譯）在臺北出版。我對其進行適當修改後，作爲本書的

第二章。

三、第三部分（第七、第八章）收録了我對《竹書紀年》中從黄

帝到晉武公每段簡文嘗試的重建情況。我保留了這一部分，作
爲中文版的第三章和第四章；但是對簡文評注進行了增補和修

訂。這一部分還包括了第九章，該章主要介紹簡文在戰國時代

的演變。

我發現自己幾乎要全盤重寫這章。並不是原來出版的書有

誤，而是需要進一步地澄清和改進。這一新章以及關於雙元假説

的最後一章，是全書正文中的最後一部分。它們證實了“今本”的
真實性、雙元假説的正確性，以及四分月相的正確性是相輔相成

的。我們必須全盤接受這三個觀點，或者全部否定這三個觀點，從
而使重建古代紀年的希望變得渺茫。

０．１．１　現在共有兩個附録，我稱之爲補充章節：原英文版的

書中有四個附録，其中附録一（“三代科學縱覽”）被删去了。我把

附録二的内容納入中文版，作爲正文文末的新章。該章（第六章）

主要論證了雙元年假説。其餘兩個補充章節是：
（１）第七章（原附録四）關於商代甲骨卜辭的絶對日期，我插

入了一條重要的關於武丁至祖庚的卜辞並作了相應分析，此外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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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封不動地予以保留。
（２）第八章（原附録三）考查了所有日期完整的青銅銘文。現

在發現的銘文更多，其中新出土的幾段銘文與我的研究間接相關，

我根據它們對西周最後四任君王的在位時間進行了微小但却非常

重要的修正。

還有一個新寫的後記，其中我提出了全書的大綱。

０．２　夏含夷給我帶來了一項令人興奮的新發現：師酉鼎。

白川静有一個觀點让我非常關注，他認爲師酉是師訇（旬）的父親

（可是夏含夷以爲父親是師訇：夏氏２００５，第２０１ ２０３頁）。師訇

簋（只有幸存的銘文）和赫赫有名的毛公鼎在行文風格上非常相

似，它們必爲同時代的作品（倪德衛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），毛公鼎的圖例表

明此鼎爲宣王或幽王世；因此我把它們的日期確定爲幽王繼位之

年———該年可能爲公元前７８３年，而非公元前７８１年———即使與

之相關的訇簋採用了西周中期的格式。但是師酉鼎的日期非常完

整，可以確鑿地將其定爲共王世。所以我姑且作出這樣的推斷：

我們所研究的毛公鼎，是西周晚期對於共王世原文（可能是毛遷所

作，他是穆王時代著名的將軍，公元前９０９年被任命爲共王的重

臣）的抄録：它没有獻辭的對象，最後兩行漢字變大變少，以佔滿

空間，這或可表明，原文是有一段獻辭的。

０．２．１　因此，我得出這一結論：歷史上記載的幽王在位十一

年（前７８１ 前７７１），並不意味着他原本有２＋１１年。幽王亡國後，

没有朝廷採用從他的即位之年開始計算的紀年方法。因此要解釋

《紀年》中厲王的公元前８５３年，我們必須假定他名義上的統治（包
括放逐期間）是２＋２８年（前８５７／前８５５ 前８２８），而不是２＋
３０年；且《紀年》中夷王在位的八年則原本爲２＋８年（前８６７／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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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６５ 前８５８）。我現在從這兩世的銘文中得出上述結論。其他我

重建的紀年未受影響。這項新研究也解決了我和夏含夷多年來激

烈争論的問題之一。

０．２．２　但是並未涉及我和夏含夷争論的核心。１９８６年，他
公布了一項驚人的發現。他發現，一支明顯屬於周成王紀年的竹

簡被置於武王紀年之中，從而把武王的壽命延長了三年。對此問

題，我和他的意見相左。夏含夷認爲，《紀年》的簡文散亂不堪，因
此晉朝學者發現該書的時候，也找到了一支鬆落的竹簡。這些學

者還根據當時皇甫謐的研究，決定把這支簡置於武王紀年之中。
其他出土竹簡也七零八落，狀況堪憂。夏含夷認爲，這支簡肯定和

其他竹簡是一樣的。他用這一理論證明：整本《紀年》的簡文散亂

無序，因此當代的學者們可以對其進行修補。“今本”則只是重建

簡文的努力之一，只是恰巧包含了很多原簡文中記載的内容，但是

最多只能恰巧爲一些西周銅器銘文的記載提供佐證，或者記載銘

文中一些内容的具體情況。這也導致西周（銘文所作的年代）成爲

他研究的上限。

０．２．３　在本書的第二章（大部分最早發表於１９９９年）中，我
陳述了自己的觀點，亦在第三章末。這些文章中第一次記載了我

們各自確定的時間，我們也必須研究清楚這些日期是怎樣計算出

來的。夏含夷的發現基於晉朝學者荀勖的研究成果。荀勖認爲，
當時出土的《穆天子傳》中，每支簡上有４０字位，用未經染色的絲

綢包裹起來，似乎是極不尋常的東西，是一件珍品，因而人們將它

妥善保存。此外，夏含夷發現有一段簡文非常工整———從成王紀

年到被挪竹簡之前———每段正好４０字位；因此《竹書紀年》本身可

能也是一件不尋常的珍品：各簡長度一樣，保存良好。由此我們

可以得出這一假設：我們現在看到的《竹書紀年》可能忠實地記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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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入土簡文中大部分的内容。這也就是我一直以來研究的内容。

剛開始我只是畧作嘗試，但隨着工作的開展，我越來越堅信我的理

論是可行的。我很快發現日期有誤，並試着找出其原因。我認爲

自己的這一嘗試越來越成功，而且我認爲這項研究不應止步於

西周。

０．２．４　我認爲，這支夏含夷發現的錯簡應爲戰國時期魏國學

者所移動。因爲在成王紀年混亂的文本中剛好出現一支簡的空間

絶非偶然，而且也不可能是晉朝學者所爲。① 夏含夷的發現並不

能證明《竹書紀年》出土後送往晉都時全書散亂無序，而恰恰證明

了與之相反的觀點：晉朝學者照搬了他們發現的簡文。對於自命

題的成功證明，如“雙元假設”、“干名假設”，對於冬至日一直被推

後兩日的理論，以及商朝就已開始使用“中氣”決定置閏的理論，讓
我的研究得以證實。很久以前對於這項假設的成功解釋，以及天

文記録中出人意外而又令人驚訝的證據，讓我進一步確信這個假

設。這一争論應當有一個結果。或許本書能有所幫助。如果我的

理論正確的話，那麽我就完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本應完成却未能

成功的任務。

我所描述的這本書，已不再僅是我２００９年出版的英文本的

修訂或譯本。但此書也並非全新，許多内容還是和原來一樣。

我要感謝吉德煒（ＤａｖｉｄＮ．Ｋｅｉｇｈｔｌｅｙ），他在１９７１年引我走向研

究商周銘文的道路，１９７９年的時候，又促使我研究扶風的考古發

現。正是這一考古發現，讓我意識到“今本”《竹書紀年》其實和

以往《竹書紀年》研究所認爲的情況很不一樣。但真正促成我寫

作這本書的，是幾年以後夏含夷和班大爲（ＤａｖｉｄＷ．Ｐａｎｋｅｎｉｅｒ）

① 參見第三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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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作的發現。在我寫了幾篇文章後，梅維恒（ＶｉｃｔｏｒＨ．Ｍａｉｒ）和
邵東方幫我將這些文章發表了。２０００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

金會的資助，使我有機會將這部手稿出版。這一基金會提供了

資金，使邵東方得以從新加坡來到美國，開始與我長期合作。本

書的譯者及尖鋭的讀者，如邵東方、周平、魏可欽、解芳、趙昊，也
給予了我很多幫助。

我將此書題獻於我的朋友吉德煒及邵東方，亦紀念我的恩師

洪業。

倪德衛（ＤａｖｉｄＳ．Ｎｉｖｉｓｏｎ）

加州洛斯拉圖斯市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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